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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范围界定方法研究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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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群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单元，因而关

于其范围界定研究一直是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议题。突出地理学自然—人文要素融合研究优

势，在改进传统万有引力模型、交通可达性、金融联系网络等定量分析方法基础上，结合主体功

能区、语言—文化地理和国家战略等定性方法，集成构建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综合方法，据此

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市三省”内遴选出26个城市，作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组成范围。

尝试为城市群范围界定方法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也希望能够为相关城市群规划编制工作提

供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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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群是城市功能影响范围超过行政边界，城市区域协作出现并逐步加强而产生的
一种人类聚居形式[1,2]。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群概念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戈特
曼（Gottmann J）对美国大西洋沿岸大都市带（Megalopolis）空间聚合现象的研究[3]，进
而引发了学界对巨型城市区域研究热潮。都市圈、大都市区、城市群、都市连绵带、城
市集聚区等概念相继出现[4-9]，对这一区域城市群体化发展现象的研究也不断深入。虽然
相关概念较多，但地理学界对其内涵的理解却大同小异，较具代表性的是姚士谋等提出
的“城市群”定义：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
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
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
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8]。

伴随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世界经济的“地点空间”正在被“流的空间”所
取代，资本、人才、知识与技术等“要素流”加快向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节点与控制中
心集聚，城市群成为国家或区域的资源配置中心。当前全球区域经济竞争均以城市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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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展开，通过建设城市群提升在国际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成
为各国区域参与国际竞争、抵御不确定性的重要途径。中国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
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在《国家新型城
镇化规划》中提出按照主体功能区战略要求建设21个城市群，并把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
化的主体形态，重塑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和区域发展格局。为了引领城市群科学发展、
持续发展，真正发挥好城市群在全国乃至全球发展中的作用，国家要求分期分批编制好
21个城市群规划，而规划编制的前提是要有明确的城市群范围。由城市群的概念可以看
出，城市群是包括“相当数量”的城市“集合体”，那么这个“相当数量”如何确定？条
件和依据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地理学给出城市群范围界定的科学依据和方法。

现有对城市群范围界定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并设定相应
门槛值进行城市群范围界定，指标体系大多从基础条件、城市规模、城市间距离、行政
等级等维度构建，此后逐步从人口、产业等城市发展状况转向强调城市间相互联系，并
注重探索首位城市发展的引领作用和城市体系的完备性[10-17]，这种评价方法的指标选择差
异较大，边界划分阈值的确定存在较强的主观性，科学性还有很大提升空间[16-18]。另一类
研究主要采用引力模型、断裂点模型、场强模型和Voronoi图模型等界定城市群范围，这
类方法强化了城市间规模、距离等相关关系的分析，突破了阈值判定过于主观的技术局
限，但是只能用于反映城市间静态的空间相互影响，无法真实刻画城市联系的“流”过
程[19-21]。随着学术界对城市群内涵理解的深入和GIS空间分析技术的广泛应用，综合指标
法和模型法的研究逐渐展开，不仅强调城市群的外在形态，也更加重视城市之间的内在
联系，方法科学性得到很大提升[22-26]。城市群作为体现国家区域战略的核心载体，不能完
全依赖于现状数据和模型的定量分析，必须综合考虑区域自然禀赋、历史沿革、经济社
会发展状况及联系、发展预期等因素。但是关于城市之间的文化联系和国家战略预期等
难以显式表达和定量测算的因素，在以往的城市群范围界定研究中较少考虑[17,18,24,27,28]。

基于此，依托地理学研究的综合性优势，通过自然—人文多要素分析、定性—定量
多维度评价构建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方法，以期丰富地理学相关研究视角和方法体系，
也希望该方法能为国家相关城市群规划范围确定提供科学参考。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长江三角洲区域范围随着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深化而变化。改革开放初期，由上

海倡导的包括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和宁波五市的“长三角经济圈”成为中国较早的
跨界合作区域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雏形。此后，为推动和加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联
合与协作，1992年由上海、无锡、宁波、舟山、苏州、扬州、杭州、绍兴、南京、南
通、常州、湖州、嘉兴、镇江14市经协委（办）发起组织，成立了长江三角洲十四城市
协作办（委）主任联席会，并于1997年吸纳泰州后通过平等协商成立“长江三角洲城市
经济协调会”，2003年台州加入经济协调会后成员达到16个，这也是经济地理传统意义
上的“长江三角洲”。

在经济高速发展推动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辐射和影响范围也扩大到越来越多的城
市。200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
见》中提出把安徽纳入泛长三角范围来考虑，2010年出台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
划》将长江三角洲区域范围明确为上海、江苏和浙江“两省一市”全域，其中上海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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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宁波、
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16个城市为核心区，辐射泛长江三角洲区域。此后，合
肥、盐城、马鞍山、金华、淮安和衢州等城市加入城市经济协调会，成员城市达22个。
2013年，城市经济协调会吸纳徐州、芜湖、滁州、淮南、丽水、温州、宿迁和连云港等
城市，至此成员城市达到30个。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第一次明确将安徽纳入长江三角洲范围。因此，本文的长江三
角洲城市群范围，除核心区16个城市外，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其他城市中选择。
2.2 研究方法

城市群范围界定中，需要综合考虑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空间临近、经济发展相
依、社会文化相似等内容，因此本文在相关研究基础上，从定性研究和定量方法两方
面，考虑可量化经济状况和不可量化的社会文化、国家战略预期等方面，对长江三角洲
城市群的范围进行综合界定。
2.2.1 定性方法 定性分析主要考虑主体功能区划、语言—文化地理关系、国家战略要求
等，之所以选择这三个方面开展定性分析，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城市群的空间组织和开发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以自然生态属性为
前提、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城市群作为承担工业化和城镇化高强度开发任务的地
域单元，意味着其范围应在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城市化地区内，也就是优化和重点开
发区域内，确保人和自然和谐共生，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均衡协调。因此，本文依据
国家及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发布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优先选择与长三角城
市群核心区空间相连、以优化和重点开发为主体功能的地市，纳入长三角城市群范围来
考虑。

第二，城市群联系不仅取决于当代经济联系强度，也取决于长期的社会交往和文化
背景关联程度。文化是区域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相通、语言相融、民俗相
近，民间往来自然频繁。城市群范围的择定，要注重地域文化的认同和传承，增强城市
群内部民众的认同感，凝聚区域协作发展的精神力量。长三角地区从古至今一直以吴
语、江淮官话两大汉语方言为主，本文从区域语言—文化分布视角出发，通过吴语区和
江淮官话区空间分布来确定城市群的范围，将与长三角核心区地理相近、文化同源的地
市纳入城市群之内。

第三，城市群地区往往是多重国家及区域战略交错汇聚所在，其范围确定既要能够
符合国家规划和重大区域政策要求，落实好国家战略，同时也要有助于更好地衔接各省
市的发展设想和诉求，保障区域战略的纵向衔接和横向联合，发挥政策合力。本文主要
从与长三角城市群及其周边地区相关的国家及省级区域政策入手，解析国家和各省市的
发展战略与城市群建设的内在逻辑关系和要求，据此拓展城市群空间范围。
2.2.2 定量方法 主要从经济引力、交通可达性、金融联系网络三个维度，基于城市间经
济流、人流和物流、资本（金融）流等要素相互作用强度，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范围进
行定量识别，与定性方法相互印证，提高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1）修正经济引力模型
通过空间引力模型来衡量区域间联系强度，比较各城市与上海、南京、杭州、合肥

4 个中心城市的引力作用强度，从交通区位、经济社会发展、能源消耗等方面建立参
量，并建立如下式的计算模型：

Rij =
PiGiCiWi Ei

5 × PjGjCjWj Ej
5

D2
i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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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ij表示 i、j两市之间的联系强度；Pi、Pj分别为 i和 j市的常住人口数量；Gi、Gj分
别为地区生产总值；Ci、Cj分别为邮电业务总量；Wi、Wj分别为公路货运总量；Ei、Ej分
别为社会用电总量；Dij为 i、j两市之间的交通距离。

（2）交通可达性
交通可达性是指利用特定的交通系统，从某一区位到达指定活动区位的便捷程度，

传统交通可达性计算中，对于距离最直接的方法是选用两地直线距离，但由于所有城市

并非处于理想的均质平原之上，直接使用欧式距离来测算空间中任意两点明显偏离实

际。因此本文的交通可达性通过高速公路和高铁线路的长度及平均运行速度来计算，表

征两城市间通勤的最小时间成本，可达性越高，城市间通行时间成本越小[29]。交通可达

性的计算模型如下：

Tj =∑
i = 1

m

ai

æ

è

ç
ç

ö

ø

÷
÷

1 -
Tij - Min (

j = 1→ n
Tij)

Max
j = 1→ n

(Tij)- Min (
j = 1→ n

Tij)
+∑

i = 1

k

bi

Pij - Min (
j = 1→ n

Pij)

Max
j = 1→ n

(Pij)- Min (
j = 1→ n

Pij)

∑
i = 1

m

ai +∑
i = 1

k

bi = 1 (2)

式中：Tj为 j市综合交通可达性；Tij为 j城市到城市群中心城市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的

通达时间；Pij为 j城市 i种基础设施资源的等级分值；ai(i=1,2…m)、bi(i=1,2…k)为各指标权

重；m为中心城市或交通枢纽数；k为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种类数；n为设区市单元数。

（3）金融联系网络

从金融组织的跨地经营，可以考察货币资金通过金融工具载体在资金使用权的牵引

下实现资金流转的过程，从而测度由此形成的以地方性银行为主的、区域分割的金融空

间系统。因此，本文重点考察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在三省一市的分支机构

设立情况。在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中，选择总部在上海的浦发银行和兴业银行（双总

部）及在杭州的浙商银行；在三省一市所有的城市商业银行中选取其总部在上海的上海

银行，江苏的南京银行、江苏银行、江苏长江商业银行，浙江的杭州银行、宁波银行、

嘉兴银行、湖州银行、绍兴银行、台州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

安徽的徽商银行等。

在选定银行之后，分别对每个银行在三省一市设置总部或分支机构的数量进行

统计，使用某一城市向其他城市设置分支机构的数据作为其联系值，将该金融联系网络

定义为一个有向无赋值的矩阵。如果两个城市间不存在任意银行的任一分支行设置关

系，就将其金融联系值赋为0；存在某一家银行设置分支机构，赋值为1；两家或两个分

支机构则赋值为2，依此类推，形成三省一市城市之间金融联系的1-mode网络。由于全

国性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在节点城市和分布模式上差异较大，故而分为两个网络

考察。

通过计算城市的网络中心度，分析城市的联系程度以及整个金融网络的密切性以体

现一体化程度。中心度是指一个城市在网络总体结构上占据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每个城

市都有两种中心度，其中点入度（indegree）指该城市受其他城市的影响程度，点出度

（outdegree）指影响其他城市的程度[30]。

2.3 数据来源

三省一市行政区划数据来源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

台，以2013年行政区划为准。相关经济数据主要来自于《上海市统计年鉴（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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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统计年鉴（2014年）》《浙江省统计年鉴（2014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3年）》。交通可达性的铁路部分数据来自于12306网站：http://www.12306.cn/morm-

hweb，公路和铁路网络根据长江经济带及三省一市相关基础设施规划数字化。网络中心

度测度数据来源于各省市工商局企业注册登记信息公开网站、银监会网站、各大银行官

网以及企业黄页信息查询网等。数据日期截止2013年12月31日。

3 结果分析

3.1 定性方法分析
选择主体功能区、语言—文化地理

和国家战略等方面分别对各城市的自然
条件、社会文化和政策差异等进行对
比，在此基础上基于定性方法对长三角
城市群范围进行初步选取。
3.1.1 主体功能区 根据国家及一市三
省的主体功能区方案，长三角地区的优
化开发区域主要位于核心区，包括上海
市及苏南、浙北环杭州湾等资源环境承
载条件好，现状开发强度高的市县。国
家级重点开发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陇海地
区、江淮地区及位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
温州；省级重点开发区域主要分布在苏
中沿江、苏皖北部、浙江中东部等人口
和产业集聚条件较好的地区。限制开发
区域中，农产品主产区主要分布在苏皖
北部的大部分市县和浙西部分地区，重
点生态功能区主要分布在皖西南、皖东
南、浙西、浙中南的山地地区（图1）。

根据主体功能区规划分析，位于江淮地区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
州、滁州、宣城8个城市，位于东陇海地区的连云港和徐州以及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温州
是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江苏沿海的盐城市区和浙江金华市区是省级重点开发区域，是
未来承载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区域，且与长三角核心区16城市空间相连，
可考虑纳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范围。
3.1.2 语言—文化地理 吴文化是由西周贵族从关中携带而来的中原古文化和太湖流域、
宁绍平原一带的吴越土著文化融合而成。自魏晋南北朝至唐宋两代，大量北方士人几度
南迁，中原先进文明逐渐浸润吴越。明清时期吴地社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苏州跃居为
全国第一都会，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在吴越一带孕育，使其社会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开放
与包容成为吴文化的鲜明特征。吴文化是独树一帜的江南文化，民众勤劳智慧，性格谦
和，也不乏侠义之气。以吴侬雅语而著称的吴越方言构成其地域风情的重要特色。上海
话兼有吴越两地方言的不同风貌，是现代吴语的重要代表。

春秋时期，东部沿海的徐夷、淮夷被吴国征服，江淮东部的方言开始受到吴语的较
多影响。战国时期，楚国中心逐步东移，最后迁都至寿春（今安徽寿县），楚语对江淮方

图1 长江三角洲的主体功能区划分
Fig. 1 The principle function regionalization plann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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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影响更趋增强。苏南宁镇地区和苏
北淮扬地区原为古吴语的外围影响地
区，但自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中原
战乱频仍，大量北方士族几度避难南
迁，使得这一地区原本吴语和楚语交错
的方言又融汇了较多的中原汉语，宁淮
扬泰一带因而也成为最接近吴语和北方
中原官话的方言区域。

如果在汉语方言地图上标示吴语和
江淮官话主干区域范围（图2），可以清
楚地看到：上海市，江苏省的苏州、无
锡、常州三市全部以及南通、镇江、南
京三市的小部分地区，浙江省的杭州、
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
州、金华八市全部，安徽省的芜湖、马
鞍山、铜陵、池州、宣城等市的部分地
区，连片构成了吴语方言文化区的主干
地域。江苏省的南京、镇江、淮安、南
通四市的大部分地区，扬州、泰州、盐
城三市全部，安徽省的合肥、滁州二市
全部，芜湖、马鞍山、铜陵、池州、安
庆、宣城六市的部分地区，连片构成了
江淮官话文化区的主干地域。

根据语言—文化地理联系，吴语和江淮官话覆盖区域除核心区16城市外，还包括江
苏省的淮安、盐城，浙江省的金华，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池州、安
庆、宣城等城市。这些城市与长三角核心区血脉同源、文化相亲，可以考虑纳入长三角
城市群范围。
3.1.3 国家及区域战略 长期以来，由于安徽地处中东结合部，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
中原经济区、皖江城市带、南京都市圈多重国家及区域战略交错汇聚。从安徽自身来
讲，2004年国家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之时，就明确提出“东向发展，融入长三角”的
战略思路，多年来一直在政策层面积极谋求进入长江三角洲范围，作为长江三角洲区域
合作协调机制最重量级会议的长江三角洲主要领导座谈会，安徽省早在2009年就成为正
式一员了。

根据《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皖江城市带范围与江淮地区重点开发
区域基本重合，要求“努力构建区域分工合作、互动发展新格局，加快建设长江三角洲
拓展发展空间的优选区”“与长三角地区有机融合、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区”。因
而，从国家战略考量，皖江城市带8个城市可优先考虑纳入长三角城市群。同时规划还
提出推进合（肥）淮（南）同城化。此外，2009年国家提出推进合（肥）芜（湖）蚌
（埠）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

与此同时，考虑到长三角核心区对安徽及中西部的辐射带动影响，2013年江苏省的
南京、镇江、扬州、淮安和安徽省的芜湖、马鞍山、滁州、宣城等8个城市联手编制了
《南京都市圈区域规划》，定位为融入长三角、辐射中西部的国际性重要门户，并提出

图2 长江三角洲方言分布
Fig. 2 Dialect distribu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资料来源：http://vdisk.weibo.com/s/ujO0Pf2sakG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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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城市群功能，促进皖江城市带发展”，已经将淮安及安徽的
4个城市纳入长三角城市群范围来统筹谋划。

从浙江看，国务院批准的《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2011-2020 年）》提出建设杭
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其中金华—义乌作为世界商贸名城，是长江
三角洲城市群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独特的功能承担者，是长江三角洲的国际门户地区之
一。同时《浙江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也提出“加快金华—义乌都市区建设，推动浙苏皖
省际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因而可考虑将金华纳入长三角城市群范围。

综上，从国家及区域战略角度看，长三角城市群范围除核心区16个城市外，还包括
江苏省的淮安，浙江省的金华，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池州、安庆、宣
城、滁州、蚌埠、淮南等城市。
3.2 定量方法分析
3.2.1 经济引力 根据计算结果的聚类分析，除核心区 16城市外，与上海联系较强的城
市包括江苏省的盐城，安徽省的芜湖、宣城、马鞍山、滁州、安庆、蚌埠。与南京联系
较强的城市包括江苏省的淮安、盐城，安徽省的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蚌埠、六
安、安庆、铜陵。与杭州联系较强的城市包括浙江省的金华，安徽省的宣城、芜湖、合
肥、马鞍山、黄山、滁州、安庆，苏北各城市与杭州联系较弱。与合肥联系较强的城市
包括安徽省的六安、芜湖、淮南、滁州、安庆、蚌埠、马鞍山、阜阳、宿州、宣城、铜
陵、池州，江苏省的徐州、淮安、盐城与合肥的联系也较强（图3）。在此基础上，对各
城市与中心城市的联系强度值进行加权求和，综合确定各城市的中心联系度。由于上海
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龙头”，需优先考虑各城市与上海的联系强度，结合有关专家调查和
发改部门管理人员访谈结果，确定上海影响的权重为0.5，南京除了影响本省城市外，还
会对安徽的城市产生一定影响，因而南京的权重为0.2，而杭州和合肥的权重均为0.15。
3.2.2 交通可达性 根据中国城市的可达性计算结果，距中心城市通行时间在3小时以内
时能够比较好地划分中心城市的影响范围，而如果取通行时间在4小时以内则大多数中
心城市的吸引范围出现交叉重叠。因此，一般选取与中心城市通行时间在3小时以内的
城市归属为同一个城市群[29-33]。其中，公路通行时间按照高速100公里/小时计算，铁路通
行时间根据12306网站城市间多次班列的通行时间计算平均值，铁路线路中包括规划的
沿海、沪通、连淮扬镇、徐宿淮盐、宁启、宁安等高铁和城际线路。

从区域通勤圈为标准看，除到上海通行时间在 3 小时内的城市外，还需考虑到南
京、杭州、合肥1小时内的通勤城市。据此，除长三角核心区16个城市外，还可包括江
苏的盐城、淮安；安徽的合肥、宣城、蚌埠、滁州、马鞍山、芜湖、铜陵、池州、安庆
等；浙江的金华、衢州等（表1）。
3.2.3 金融联系网络 通过对城市金融联系网络中心度计算可以看出，金融节点使区域内
各城市联系更加紧密，但金融资源趋向于在其中集聚。对中心度的计算结果显示（表2），
从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对比看，不同城市的点入度和点出度存在一定差
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长三角地区的金融发展呈现多元化的驱动格局。其中，全国性
股份制银行中上海与杭州、城市商业银行的南京与台州点出度较高，对其他城市产生了
较大的经济影响；相对地，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的点入度排在前列，表明这些城市
金融交易相对活跃，通过积极与其他城市建立金融联系而对外部金融资源进行有效利
用。整体上，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宁波、温州、金华、台州等城市对其他城市的
金融机构分布有较大影响，是一市三省的金融中心。上海凭借其直辖市的地位，在政
治、经济各方面都直接与中央挂钩而获得政策倾斜；南京、杭州作为省会以及宁波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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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省级城市，拥有更多的经济管理权限，更具经济活力，并更容易得到国家战略的青睐。
通过比较其他城市在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设置上，与上述金融中心的

金融联系强度，观察各城市与金融中心的联系紧密程度（表3、表4）。
根据计算结果，除核心区16市以外，与上海联系较强的城市包括安徽省的合肥、芜

湖，浙江省的温州；与南京联系较强的城市包括江苏省的徐州、宿迁、淮安、盐城、连
云港，安徽省的合肥；与杭州联系较强的城市包括浙江省的金华、温州、衢州、丽水，
安徽省的合肥；与合肥联系较强的城市包括安徽省的芜湖、淮南、滁州、安庆、蚌埠、

图3 长江三角洲各城市与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引力强度
Fig. 3 Attraction strength of cities with Shanghai, Nanjing, Hangzhou and Hefei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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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除此之外，浙江省的金华、丽
水、衢州、温州之间也体现了较为紧
密的金融联系。

综上所述，一市三省中金融联系
紧密的城市，除核心区 16 个城市，
还包括江苏的徐州、宿迁、淮安、盐
城、连云港；浙江的金华、衢州、丽
水、温州；安徽的合肥、芜湖、淮
南、滁州、安庆、蚌埠、铜陵。也
即，江浙沪两省一市加上安徽 7 市，
共32个城市。
3.3 综合分析

依据上述各种定性和定量方法的
评价结果，可以形成六种城市群范围
划分的情景方案（表5），通过各方案
相互验证，综合确定城市群覆盖范围。

由于六种方法切入视角和关注重
点不同，因而在比选方案时首先要看
备选城市是否与核心区 16 个城市空
间邻近、经济文化联系紧密，其次要
看是否是主体功能区确定的优化和重
点开发区域，再次要看是否已经被其
他国家战略所覆盖，尽量避免与其他
国家确定的城市群交错重叠。据此来
看，江苏新增城市中，徐州和连云港
地处东陇海地区，与上海、南京等中
心城市距离远，联系较弱，宿迁、淮
安基本上为限制开发区域，相较而言
只有盐城较为适宜纳入城市群，而且
盐城与上海联系十分紧密，上海有大
量人口是从盐城迁移而来。浙江省新
增城市中，衢州、丽水与核心区相距
较远，经济社会联系程度较低，且属
于重点生态功能区，温州已被列入海
峡西岸城市群，因而仅金华适宜纳入
城市群。安徽新增城市中，蚌埠和淮
南被列入中原经济区，江淮地区 8个
城市可入选。

综上所述，长三角城市群范围应
该包括以下城市：上海市；江苏省的
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
镇江市、扬州市、南通市、泰州市、

表1 各城市到上海的最短公路、客运铁路通行时间
Tab. 1 The time to Shanghai by the shortest road, passenger rail

transit time and shipping conditions

城市

南京市

无锡市

徐州市

常州市

苏州市

南通市

连云港市

淮安市

盐城市

扬州市

镇江市

泰州市

宿迁市

杭州市

宁波市

温州市

嘉兴市

湖州市

绍兴市

金华市

衢州市

舟山市

台州市

丽水市

合肥市

淮北市

亳州市

宿州市

蚌埠市

阜阳市

淮南市

滁州市

六安市

马鞍山市

芜湖市

宣城市

铜陵市

池州市

安庆市

黄山市

最短公路
里程(km)

298.0

135.0

582.0

177.0

108.0

128.0

480.0

405.0

306.0

282.0

248.0

233.0

493.0

176.0

214.0

460.0

108.0

149.0

199.0

328.0

406.0

287.0

370.0

420.0

465.0

610.0

697.0

569.0

486.0

653.0

523.0

365.0

549.0

327.0

353.0

283.0

431.0

478.0

530.0

397.0

最短公路通行
时间(h)

3.0

1.4

5.8

1.8

1.1

1.3

4.8

4.1

3.1

2.8

2.5

2.3

4.9

1.8

2.1

4.6

1.1

1.5

2.0

3.3

4.1

2.9

3.7

4.2

4.7

6.1

7.0

5.7

4.9

6.5

5.2

3.7

5.5

3.3

3.5

2.8

4.3

4.8

5.3

4.0

最短客运铁路
通行时间(h)

1.3

0.5

3.0

0.7

0.4

0.6

3.0

2.5

2.0

2.0

1.0

2.5

3.0

1.0

2.0

4.0

0.5

2.0

1.4

2.0

2.3

2.5

3.2

7.0

3.0

7.6

7.5

2.5

2.3

6.5

4.0

1.6

3.2

1.8

2.0

4.3

2.2

2.8

3.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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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部分城市金融网络中心度表
Tab. 2 The centrality of financial flow network by some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排名

1

2

3

4

5

6

7

8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点出中心度

上海市

杭州市

南京市

合肥市

宁波市

温州市

芜湖市

-

189

104

76

17

8

4

2

-

点入中心度

杭州市

宁波市

南京市

苏州市

温州市

无锡市

金华市

合肥市

46

43

42

35

33

27

18

18

城市商业银行

点出中心度

南京市

台州市

宁波市

金华市

杭州市

上海市

温州市

合肥市

151

114

44

35

34

31

19

8

点入中心度

杭州市

上海市

宁波市

苏州市

南京市

温州市

无锡市

舟山市

70

55

44

35

31

24

22

16

表3 与上海、南京、杭州、合肥金融联系值排序: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Tab. 3 The order of financial contact value with Shanghai, Nanjing, Hangzhou and Hefei by national joint-stock banks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与上海金融联系值

杭州市

南京市

宁波市

苏州市

合肥市

温州市

芜湖市

-
-
-
-
-

55

38

34

28

18

16

9

-
-
-
-
-

与南京金融联系值

无锡市

南通市

常州市

苏州市

泰州市

徐州市

镇江市

扬州市

盐城市

淮安市

连云港

宿迁市

27

16

7

6

5

5

3

2

2

1

1

1

与杭州金融联系值

金华市

温州市

绍兴市

嘉兴市

宁波市

台州市

南京市

湖州市

衢州市

舟山市

苏州市

丽水市

18

17

14

13

9

9

4

4

3

2

1

1

与合肥金融联系值

芜湖市

安庆市

铜陵市

淮南市

蚌埠市

滁州市

-
-
-
-
-
-

4

4

2

2

2

1

-
-
-
-
-
-

表4 与上海、南京、杭州、合肥金融联系值排序: 城市商业银行
Tab. 4 The order of financial contact value with Shanghai, Nanjing, Hangzhou and Hefei by city commercial bank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与上海金融联系值

宁波市

杭州市

苏州市

无锡市

-
-
-
-
-
-
-
-
-
-

20

17

5

1

-
-
-
-
-
-
-
-
-
-

与南京金融联系值

上海市

苏州市

无锡市

南通市

泰州市

盐城市

杭州市

宿迁市

镇江市

徐州市

常州市

扬州市

淮安市

连云港

30

19

18

15

14

13

11

9

7

7

6

6

4

4

与杭州金融联系值

宁波市

舟山市

绍兴市

合肥市

温州市

金华市

衢州市

-
-
-
-
-
-
-

16

4

3

3

2

1

1

-
-
-
-
-
-
-

与合肥金融联系值

南京市

-
-
-
-
-
-
-
-
-
-
-
-
-

8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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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浙江省的杭州市、宁波市、
湖州市、嘉兴市、绍兴市、台州市、
舟山市、金华市；安徽省的合肥市、
芜湖市、马鞍山市、滁州市、宣城
市、铜陵市、安庆市、池州市，共 26
个城市（图4）。

4 结论与讨论

现有对城市群范围界定研究中，
定量方法由于具有较强的直观性而被
学者普遍采用，忽略了不可定量化的
因素如政策因素和社会文化等因素。
本文将定性分析与定量模型研究相结
合，引入主体功能区、语言—文化地
理和国家战略等表征自然状况、社会
文化联系和区域政策作用，应用引力
模型测度城市间经济联系，运用交通
可达性模型和金融联系网络模型测度
物流、人流和资本（金融）流，反映
城市间联系强度，通过定性和定量方
法的相互验证，确定城市群空间范围。这种自然—人文要素综合、定性—定量方法集成
的综合研究，有助于提高城市群范围识别的科学性、客观性和操作性，也充分体现了地
理学综合研究的优势，可以更好服务于国家城市群战略和规划制定。

当然，城市群作为一个复杂、开放的巨系统，其范围边界具有明显的模糊性、动态
性，本文主要是基于综合性思维给出一个城市群空间范围确定的分析框架和推导逻辑，
具体的分析方法应用到其他城市群时，需要对相关指标和参数进行适应性调整。与此同
时，城市群范围测度的定量模型还存在权重选择和阈值确定的主观性问题，本文仅仅是
依靠少量专家和相关区域规划从业人员的调查，客观性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本文

表5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范围界定不同备选方案对比
Tab. 5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options for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方法

定性
方法

定量
方法

主体功能区

语言—文化地理

国家战略

经济引力

交通可达性

金融联系网络

新增城市

连云港、徐州、温州、盐城、金华、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
庆、池州、滁州、宣城

淮安、盐城、金华、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池州、安庆、宣城

淮安、金华、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池州、安庆、宣城、滁
州、蚌埠、淮南

盐城、淮安、合肥、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铜陵、淮南、蚌
埠、六安、金华

盐城、淮安、合肥、宣城、蚌埠、滁州、马鞍山、芜湖、铜陵、池
州、安庆、金华、衢州

徐州、宿迁、淮安、盐城、连云港、金华、衢州、丽水、温州、合
肥、芜湖、淮南、滁州、安庆、蚌埠、铜陵

城市总个数

29

26

28

28

29

32

图4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范围
Fig. 4 Urban agglome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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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经济引力、交通可达性、金融网络等仍属于传统的分析方法，随着大数据的应
用，特别是手机信令、百度迁移、POI数据等新研究方法的兴起，关于城市间的人口经
济流测度将会更加直观，也更加贴近客观实际，因而将会推动城市群范围边界测度方法
走向精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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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scope definition method:
A case stud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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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the increasingly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spatial component of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also tended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agent of
China to compete globally. Recently, China's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regional plans and
policies. For example, the "National New-type Urbanization Planning" has indicated that urban
agglomeration should be the main form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 Many
regional plans have been issu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so as to
reshape China's economic geography and regional strategies. Therefore, the definition and
related research of the scop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heated debates.
Although the definition of the scop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topic of
scholarly attention, there are no generally accepted, efficient, and credible methodological
system, as well as a set of techniques to identify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related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existing studies and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advantages
of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natural-human factors. With regard to the methodologies, we
aim to improve quantitative methods such as traditional gravitational models, traffic
accessibility and financial connection networks, and we also combine some qualitative methods
such as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 language- cultural geography and national strategy. In
summary,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ntegrated method for defining the spatial scop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Tak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which includes Shanghai, Jiangsu, Zhejiang
and Anhui,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nducts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by using the methods
such as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 language- cultural geographic relationship,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regional strategies. Furthermore, we also conduct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by applying the methods such as economic gravity, traffic accessibility, and financial
connection network. Then, we define the scop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as a set of 26 cities, led by Shanghai, Nanjing, Hangzhou and Hefei. This paper will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and precision for the scope defini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by the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es. And, this study will contribute to the
innovations of related methodologies, which are useful for the planning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specially the scientific definition of the scop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scope.
Keywords: urban agglomeration; scope definition; qualitative analysis; quantitative model;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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